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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

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

顾国平

　　［摘要］　美国在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经贸

问题政治化；在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美国的经济

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美国不仅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对华经贸关系，强调相对收益，而且还以现行国

际体系构建者的身份，充分利用体系赋予的特权和强势话语，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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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
心地位，对于他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可能对美国地位产
生的影响甚为敏感和警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
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因此引起了美国的特
别关注，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焦点之一。美方不
仅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会挑战其经济霸主的地位，
还担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会损害“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
的号召力。为了消除这些忧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
政策组合，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都得到了最大程度
的利用。本文拟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
济手段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对美方政策组合的主要原
因进行分析和解读。

经济手段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对华对
策不仅包括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进口限制和出口
扩张，还包括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出现的“汇率保护主
义”，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　中美建交之初，由于冷战时
期对抗苏联的安全需要，再加上中美经贸关系尚处于
起步阶段，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总体上持鼓励和开
放的态度。两国建交后不久，美国即给予中国最惠国

待遇，反映在双边贸易上是两国贸易额从１９７８年的

１１．１４６亿美元迅速上升到１９８０年的４８．１２７亿美元，
增长了４倍多（表１）。美国学者南希·塔克（Ｎａｎｃｙ
Ｂｅｒｎｋｏｐｆ　Ｔｕｃｋｅｒ）很好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经
贸政策的总体特点：“（中美）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计划
促使从尼克松到老布什时期的美国政府向中国做出妥

协让步，错综复杂的三角政治关系促进了两国之间的
贸易增长和文化联系。”〔１〕

表１　美国对华贸易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美方数据，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出口 进口 总额

１９７８　 ８２０．７　 ３２４．０　 １１１４．６

１９７９　 １７２４．０　 ５９２．３　 ２３１６．３

１９８０　 ３７５４．４　 １０５８．３　 ４８１２．７

１９８１　 ３６０２．７　 １８６５．３　 ５４６８．０

１９８２　 ２９１２．１　 ２２８３．７　 ５１９５．８

１９８３　 ２１７６．１　 ２２４４．１　 ４４２０．２

１９８４　 ３００４．０　 ３０６４．８　 ６０６８．８

数据来源：Ｈａｒ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Ａ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３６４．

但是即使是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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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的迅速增长，美国立即挥动了贸易保护主义的
大棒。一个著名的案例发生于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间。在
两国签订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美方强硬
要求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年增长率不能超过１％，对中
国纺织品实施严格的进口限制，由此点燃了中美之间的
第一次贸易战。〔２〕两国贸易的增长严重受挫，双边贸易额
从１９８１年的５４．６８亿美元下降至１９８２年的５１．９５８亿
美元和１９８３年的４４．２０２亿美元（表１）。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后，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扩张，美国反复动用这
一手段对来自中国的各类产品进行限制。
从８０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中国申请加入关贸总

协定，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手
段———出口扩张，要求中国向美国产品开放国内市场。
中美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第一次重要交锋发生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美国要求中国取消诸如进口配额、进口
许可证、国内贸易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为美国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清除障碍。１９９２年８月，美国单方面要
求中国立即按照美国条件开放中国市场，并以对总价
达３９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强征报复性关税发出制裁威
胁，由此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３〕１９９３年，新上任的克
林顿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开放市场的最终期限，新
一轮争端以中国取消２８３种产品的进口配额、降低２３４
种产品的关税而收场。〔４〕

在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入世问题进行的谈判中，
美国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史蒂芬·科恩（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ｏｈｅｎ）等人的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给予中国永
久性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入世的实质并不是帮中国

做好事，其实质是从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手中攫
取尽可能多的妥协，迫使其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５〕

在最终由中美签订的中国入世双边协定中，美国传统
贸易保护主义的两把利刃———进口限制和出口扩
张———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就出口扩张看，中国不
仅同意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而且还同意
对外开放国内市场，除了农业和工业之外，包括像电
信、金融、保险和资产管理等服务业的许多重要领域都
允许外资进入。在进口限制方面，美国迫使中国接受
了所谓的“超 ＷＴＯ义务”（ＷＴＯ－ｐｌｕ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允许美国在中国某一类
产品出口激增时动用“保障条款”以及“特殊保障条款”
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于美国强迫中国接受的这些“超

ＷＴＯ义务”，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Ｌａｒｄｙ）评论道：“这些条件……过于苛刻，已经违背了
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６〕

中国入世以后，美国充分利用中国入世时做出的
让步，进口限制和出口扩张两把传统保护主义的利刃
锋芒毕露。世界银行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显示，小
布什政府执政的八年内，美国总共向中国发起了６４项
反倾销调查，平均每年８项。从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１年奥巴
马政府当政的前三年，美国向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
仍然维持高强度和高频率，共发起了２１项，平均每年７
项。而２０１２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又向中国发起了２项
反倾销调查案。〔７〕同时，美方在打开中国市场方面毫不
松懈，目前已将开放中国金融保险市场作为主要目标。

汇率保护主义〔８〕　随着中国于２００１年成功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提
升。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额大幅增长带来的一个突出
问题是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于美国对华巨
额贸易逆差的原因，经济学家有众多论述，主要有美国
国内的低储蓄高消费、〔９〕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
生产网络中加工组装基地的地位、〔１０〕中美双方统计差
异、〔１１〕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１２〕以及美国自身
的经济转型等原因。但是，美国政府和政客在寻找原
因时并不遵从经济逻辑，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将美国
的贸易逆差主要归咎于人民币的汇率。
美国针对中国的汇率保护主义手段起始于２００３

年。众多美国政客认为，中国为了促进出口和限制进
口，故意“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对汇率的“操
纵”是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鉴于这
一认识，美方认为减小贸易逆差的最佳途径是迫使人
民币升值，因此加大了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据经济学
家加里·赫夫鲍尔（Ｇａｒｙ　Ｃ．Ｈｕｆｂａｕｅｒ）的不完全统计，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６年间，美国国会提出了２３项有关人民
币汇率的法案和决议，或者要求人民币直接升值，或者
要求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１３〕最擅长揪住人民币
汇率问题大做文章的国会议员当属纽约州参议员舒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ｃｈｕｍｅｒ）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拉汉姆
（Ｌｉｎｄｓｅｙ　Ｇｒａｈａｍ）。从２００３年起两人多次联合发起议
案，要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２７．５％，否则就以惩罚性
关税进行报复。〔１４〕除了美国国会，美国行政部门也反复
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美国财政部半年一次向国会提
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每一次都指出人民币
币值太低，要求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为了减轻美方
的压力，中国政府从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开始调整了汇率
政策，人民币开始升值。截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升值幅度
已达２４％。〔１５〕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带来美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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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贸易逆差的下降。中美学者的研究都发现，随着人
民币不断升值，美国对中国出口并未出现明显改善，中
美贸易逆差却呈现不断增加趋势。〔１６〕面对这些发现，汇
率保护主义的拥护者本应进行反思，但是他们的对策
却是指责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够，进一步要求中国政
府调整汇率政策。２００８年７月《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
章就指出，“中国货币的升值幅度只达到了实际所需的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水平”。〔１７〕由于这一思想

的指导，美国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始终将人民币币值看
作是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因
此一直是近年来中美双方经贸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之一。

非经济手段

除了上述的经济手段之外，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
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使用了大量的非经济手段，主
要包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妨碍正常的经济活动；在
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
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
美国的经济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所代表的经
济发展模式等。

经贸问题政治化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国家安全
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安全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国家考
虑的重点，结果是经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倾向
变得越来越严重。作为主导战后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
的美国，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超过了其他国家。美
国学者Ｉ．Ｍ．戴斯勒在《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也指出
了这一点：在所谓“１９３４年体制”下，美国的行政机构和
立法机构之间以及两党之间都存在一种默契，不利用
贸易问题进行政治攻击。但是，随着二战后西欧和日
本经济上的崛起，这一默契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开
始动摇，“政治化”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内容。〔１８〕

鉴于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中国
自然成为了美国贸易政治化的受害者。根据中国学者
王勇的研究，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的政治化做法已
经几乎覆盖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各个领域和议

题，包括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
出口产品在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贸易救助问题、出
口控制问题和投资问题等。美国对华贸易的这种“泛
政治化”倾向不仅损害了双边经贸合作，妨碍正常经济
交往，而且还“加剧了两国相互不信任，限制了经济相

互依赖关系对于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粘合’作用，
妨碍了其‘正’外部效应的发挥。”〔１９〕

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

２００５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例。在中海油提出竟购
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之后，竞争对手雪佛龙和美国国
内政客立即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收购案进行阻
挠。一项原本纯粹的经济活动被政治化。在美方强大
的政治压力之下，中海油最终退出收购，而雪佛龙则以
低于中海油竞购的价格收购优尼科。〔２０〕

寻找替罪羊　与经贸问题政治化紧密相关的是美
国在经贸问题上推卸和开脱责任，寻找替罪羊，将由自
身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
对其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治操作。
如上文所述，美国巨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对华

贸易逆差的根源主要在于美国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的行

为和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同

地位。很明显，真正要对美国不平衡问题负责的是美
国自己，正如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
Ｋｒｉｓｔｏｆ）所言，“那个扭曲国际资本流动、制造全球经济
不稳定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２１〕然而，对于美
国国内的政客来说，接受这样的经济现实不符合他们
的政治利益。在他们看来，必须寻求其他手段，从贸易
对象国身上找原因。
由于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

要来源国，中国自然成为最大的替罪羊。兰普顿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ｍｐｔｏｎ）指出了美国政客在贸易逆差问题上
对中国提出的两大指责：“政客们不是经济学家，对他
们来说，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引发了‘公平贸易’
和就业流失的担忧。”〔２２〕在政客们的解读中，导致对华
巨额贸易逆差的元凶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不
公平贸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
因此，不难理解的是，美国政府反复指责人民币币值过
低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
其实，美方提出的不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指控

都没有经济学上的依据。针对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
指责，尼古拉斯·拉迪就指出，“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
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而不是什么
不公平的贸易行为。”〔２３〕同样，赫夫鲍尔等人对美国对
华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指控提出了反驳。
“贸易逆差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制造
业不景气……和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将贸易赤字等
同于就业流失的政治计算不是过于夸大了其联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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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错误的。”〔２４〕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将中国作为替罪羊的做法
虽然经济上站不住脚，但是政客们却乐此不疲？答案
是这样做能带来一箭双雕的政治好处。一方面，通过
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移花接木，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美
国政府实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目的。美国将贸易逆
差和制造业工业流失等问题打包，全部归咎于中国，有
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进行调整、对失业工人
进行救济与再培训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中国被认
定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挥舞贸易保护
主义大棒时就减少了顾虑，可以咄咄逼人，要求中国升
值人民币、开放市场，并在需要的时候发起反倾销、反
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

分担责任 　除了开脱自身责任外，美方还积极鼓
励中国在美国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美国排忧解难，分
担责任。最为著名的要求中国分担责任的例子是２００８
年前后一度流行的中美“两国集团”构想。〔２５〕该构想由
前美国政府官员、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
德·伯格斯滕（Ｆｒｅｄ　Ｂｅｒｇｓｔｅｎ）首先提出，并得到历史学
家弗格森（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
格的呼应和推崇。伯格斯滕最早在２００５年主编的《美
国和世界经济》一书中抛出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２６〕

２００８年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详尽阐释了他的中美
“两国集团”的概念，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共同掌
舵全球治理的进程”，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盟的
作用。〔２７〕在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弗格森也参与了对中美
“两国集团”概念的发展，创造了“中美国”（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ａ）
一词，用以描述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２８〕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美“两国集团”
的构想受到更多关注和推崇，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佐
利克和林毅夫等人也开始参与倡导，并将其从先前的
经济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作为纾解当时美国遇到的
国内外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２９〕

美方在２００８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提出中
美“两国集团”构想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旨在让
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从美国身上接手更多责

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
中心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３０〕美方的这一意图不仅
在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的文章中有清
晰的说明，而且在２００９年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论调中
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为了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
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
于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先后访华时，都充当了美国国债推销

员的角色，以恳切的口吻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３１〕

诋毁中国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多年来按照西方国
家提供的处方发展本国经济却效果不理想的发展中国

家来说，中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对
所谓的“北京共识”或者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在世界各
地方兴未艾。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
注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为了应对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美国采取了

两面下手的对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华盛
顿共识”的合法性。其实，美国国内从来不缺少对美国
发展模式的溢美之词，从冷战结束之初弗朗西斯·福
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宣称“历史的终结”

〔３２〕到２００２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告美国代表了“国家成功的惟一
可持续的模式”，〔３３〕都显示了美国对自身模式的高度

自负。此外，美国还以同样的自负对外推行自己的模
式。２００５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项有关拉美地
区经济发展的报告就显示出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

织的傲慢和自负。报告首先承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
始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经济处方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
的表现乏善可陈，但是报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新自由
主义方案有问题，而是拉美地区接受“华盛顿共识”的
深度和广度还不够。〔３４〕由此可见，美国全力维护自身模
式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为“华盛顿共识”的教
条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从话语上贬损中国的发展

模式来应对挑战。第一个表现是指责中国在对外贸易
中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不遵守规则，实行以邻为壑、自
私自利的“重商主义”政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被
推为美国对日政策“修正主义流派”教父的查莫斯·约
翰逊（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将当年针对日本的指控直接
套用在中国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华贸易问题不
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制度摩擦’的一种表现……中
国的发展战略大量借鉴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

验，其秘诀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则进行变通，利用规
则实现国家财富和权力。”〔３５〕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标
签被贴到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２０１２年２
月底，华盛顿智库“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一份
题为《够了：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报告，报告称
中国施行重商主义的规模“史无前例”，指责中国利用
汇率操纵、补贴、关税、强制性技术转让、出口限制、标
准设置和其他政策等来为各行业的公司———尤其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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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产品和服务领域———获取“绝对优势”。〔３６〕

与“重商主义”指控相关的另一个话语诋毁的表现
是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经济活动贴上

“新殖民主义”的标签。２０１１年６月上旬国务卿希拉里
访问东非国家期间，就指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没有遵
循国际准则，并警告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３７〕美
国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攻讦集中体现在前几年的苏丹达

尔富尔危机期间。美国极力抢占国际话语的道德高
地，不惜贬损中国，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为了石油利益
而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施行“种族灭绝”的
国家。〔３８〕

此外，美国还到处传播中国经济发展给美国和世
界带来的各种“威胁”，包括“就业威胁”———中国廉价
产品涌入各国造成当地就业流失；“健康威胁”———中
国的劣质产品危害外国用户的健康；“能源威胁”———
中国为了点燃本国的经济引擎会用完全世界的能

源；〔３９〕以及“环境威胁”或“绿色威胁”———中国的经济
活动造成各种全球环境问题，是“地球的毁灭者”。〔４０〕

体系建构者的特权

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
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
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这种
政策组合主要可以归因于两点。第一，美国看待国际
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主要是透过

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实力的决定作
用，并且在经济交往中更加关注相对收益（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ｉｎｓ）。新 现 实 主 义 理 论 大 师 肯 尼 思 · 沃 尔 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论述了物质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决
定性作用：“一国的国际地位通常随其物质资源的增长
而提升。拥有大国经济实力的国家最终都变成了强
国，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４１〕

正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关系是国家间

实力竞争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部分，他们认为中国随着
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因此将
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出于
这种认识，美方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延
迟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在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

定了美国不仅承担了构建和维护现有体系的责任，而
且还享有以体系构建者的身份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

崛起大国进行打压遏制、推卸责任和话语诋毁的特权。

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指出，“国际体系中的
大国在建构国际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要规则方面起主

导作用”。〔４２〕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建立了
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对这一
体系的维护和扩展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

目标。
当然，当美国以体系建构者的身份规划其世界经

济体系时，它根据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喜好，保证体系建
立以后美国能从中持续获取利益，享受制度分红。换
句话说，当体系建立后，美国便成为体系特权的享受
者。〔４３〕美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特权的一个重
要表现是美元以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行全球。换成
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是，美国是当前“惟一一个能用
自己 的 货 币 支 付 其 全 部 进 口 产 品 的 国 家”。〔４４〕

苏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曾对美国的特权进行
了更为透彻的阐述：“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其国际收支
的盈余或赤字表明了其国际金融地位的强弱。对美国
来说，情况正好相反。说实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
美国经济一直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却没有受到任何损

伤，这揭示的不是美国的羸弱地位，而是美国在体系中
的强大权力……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而其
他国家却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美元支付，除非他们愿
意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４５〕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入由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

组织时，美国便可以利用其手中的体系特权对这些国
家设定加入组织的条件。美国在中国入世时之所以能
够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且坚持不让步正是体系建构

者特权的表现，体现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而当中国
加入了体系之后，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体系建构者的
地位对中国的表现评头论足，要求其遵守体系规则。
与此相一致的是，奥巴马总统近两年来在多个场合的
演讲中打出所谓“规则牌”，三番五次要求“中国必须遵
守规则”，以此“规范”中国的发展。为此，奥巴马政府
还于２０１２年２月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旨在对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调查和执

法，确保相关国家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同样，美国利用了体系特权对贸易不平衡等问题

进行政治操作，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等国家。而当中国
的发展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时，美国也动用了体系赋
予的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模式进行贬损和诋毁。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透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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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对华经贸关系，关注相对收益，对中
国的经济崛起抱有强大的戒心。表现在对华经贸关系
上，美方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和中国在美投资处处设防，
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撬开中国市场，尽量使双方利益的
天平向自身倾斜。同时，美国以现行国际体系建构者
的身份，充分利用体系赋予的特权和强势话语，对中国
的行为进行“规范”。美国俨然以体系建构者和总舵手
自居，操纵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转嫁责任。而当美国自
身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遇到困难时，又不失时机地拉
拢中国，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做出更大牺牲。面对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这些政策组合，中国应有清醒
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
的各种手段的使用将会呈现出更为频繁更为严厉的趋

势。当然，除了对美方的经贸压力做好准备之外，更为
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实力，增强塑造现行国
际体系和制定规则的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话语
能力，以期在对美经贸关系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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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Ｖｏｌ．２５，２０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ｔｏ．ｏｒｇ／ｐｕｂ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ｊ２５ｎ１／ｃｊ２５ｎ１－１０．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５日。

〔９〕参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ｅｒｓ，“Ａｍｅｒｉｃａ　Ｏｖｅｒｄｒａｗ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４，ｐｐ．４６－４９．
〔１０〕参见Ｊｕｄｉｔｈ　Ｍ．Ｄｅａｎ，Ｋ．Ｃ．Ｆｕｎｇ，Ｚｈｉ　Ｗａ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Ｕ．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ｐ．１３．
〔１１〕参见贾怀勤主编：《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综论》〔Ｍ〕，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版，第２２—３５页。

〔１２〕参见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Ｍ〕，重庆出版

社，２００６版，第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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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Ｆｉｌ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２００３，ｈｔｔｐ：／／ｕｓｉｎｆｏ．ｏｒｇ／

ｗｆ－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０３／０３０９０９／ｅｐｆ２０５．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０年３
月２０日。

〔１５〕“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Ｅｎｏｕｇｈ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ｏｗ”，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Ｏｎｌｉｎｅ，Ｍａｒｃｈ　１２，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ｏｎｏ－

ｍｉｓｔ．ｃｏｍ／ｂｌｏｇｓ／ｆｒｅ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２／０３／ｃｈｉｎａｓ－ｃｕｒｒｅｎｃｙ，访

问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１６〕参见Ｄａｎｉｅｌ　Ｉｋｅｎ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

Ｃｕｒｅ　ｆｏｒ　Ｕ．Ｓ．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ｔｏ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６，ｐ．４；黄基伟、于中鑫：《中美贸易逆

差与人民币升值的悖论研究》〔Ｊ〕，《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１年

第３期，第１４６页。

〔１７〕Ｍｏｒｒｉｓ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Ｌａｒｄｙ，“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Ｒｉｓ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　２２，２００８，ｈｔ－
ｔｐ：／／ｗｗｗ．ｉｉｅ．ｃ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ｐｅｄｓ／ｏｐｅｄ．ｃｆｍ？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Ｄ＝９７８，访问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５日。

〔１８〕Ｉ．Ｍ．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Ｍ〕，王恩冕、于少蔚译，中

国市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８０—３０８页。

〔１９〕王勇：《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Ｊ〕，《美国研

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４８—５０页。

〔２０〕参见Ｊｅｒｒｙ　Ｔａｙｌｏｒ，“ＣＮＯＯＣ　Ｂｉｄ　ｆｏｒ　Ｕｎｏｃａｌ　Ｎｏ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ｏ．１９，Ｃａ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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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Ｍａｙ　２９，２０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２００５／０５／２９／ｏｐｉｎｉｏｎ／２９ｋｒｉｓｔｏｆ．ｈｔｍｌ？＿ｒ＝１，访问日期：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２２〕〔２３〕Ｄａｖｉｄ　Ｍ．Ｌａｍｐｔｏｎ，Ｓａｍｅ　Ｂ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ｒｅａｍｓ：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９－２００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１８．

〔２４〕Ｇａｒｙ　Ｃｌｙｄｅ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Ｙｅｅ　Ｗ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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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



ｐ．２．
〔２５〕参见褚国飞、陈文鑫：《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由来及可行

性分析》〔Ｊ〕，《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１８—２２
页、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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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　Ｃ．Ｆｒｅｄ　Ｂｅｒｇｓｔ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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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ｏ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０：３
（２００７），ｐ．２２８．

〔２９〕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ｗｏ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１３／０１／０９；Ｈｅｎｒｙ　Ａ．Ｋｉｓｓｉｎ－

ｇｅｒ，“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ａｌｄ　Ｔｒｉｂｕｎｅ，１２／０１／０９；Ｒｏｂｅｒｔ　Ｂ．Ｚｏｅｌｌｉｃｋ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ｎ　Ｙｉｆｕ　Ｌｉ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ｉ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２’”，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２５／０３／０９．
〔３０〕顾国平、梅仁毅：《‘两国集团’构想的历史考察》〔Ｊ〕，《美国

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９４—１０８页。

〔３１〕Ｊａｎｅ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Ｃｏｍｐｌｉｍｅｎｔｓ，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ｍａｒｋ　Ｈｉｌ－
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ｖｉｓｉｔ”，Ｔｉｍ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３，

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ｉｍｅｓ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ｋ／ｔｏｌ／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ｕｓ
＿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７８６６４４．ｅｃｅ；“Ｇｅｉｔｈｎｅｒ　ｔｅｌｌ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ｒｅ　ｓａｆｅ”，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Ｏｎｌｉｎｅ，Ｊｕｎｅ　１，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０６／０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９５９８３０．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５日。

〔３２〕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Ｎｏ．１６，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８９，ｐｐ．３－１８．

〔３３〕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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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Ａ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９０ｓ，ＩＭＦ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５，ｐ．ｘｉｖ．
〔３５〕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Ｂ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１９９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ｒｇ／

ｃ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４８６１，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日。

〔３６〕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Ｅｎｏｕｇｈ　ｉｓ　Ｅｎｏｕｇｈ：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ｍ，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３７〕“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３６０”，Ｈｉｌｌａｒｙ　Ｒｏｄｈａｍ　Ｃｌｉｎｔｏｎ，Ｌｕｓａ－
ｋａ，Ｚａｍｂｉａ，Ｊｕｎｅ　１１，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ｅｃ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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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基于双方官方发言的解读》〔Ｊ〕，《国际论坛》２０１０年

第１期，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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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Ｃｏｈ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Ａ．Ｂｌ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Ｄ．Ｗｈｉｔ－
ｎｅｙ，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ａｗｓ，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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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５６８－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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